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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政治学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学质量的重要指标。在比较政治研究的三个分支脉络中，比较历史方法是研究比较

发展和比较政治制度的最重要的替代性路径，可以用来检验既有的政治学理论甚至是整个社会科学理论体系。 

如果把政治学的分支学科划分为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本国政治研究、比较政治研究和国际政治研究，比较政治研究最能

代表政治学发展的方向。这是因为，在政治科学意义上，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来自于比较政治发展的观察，而比较政治发

经验研究又能丰富和发展政治学理论；本国政治是比较政治研究的一部分，中国人研究中国政治是本国政治，而美国人

中国政治则是比较政治；至于比较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国际政治秩序的本源性关系都在比较政治之中，冷

的结束是因为苏联东欧国内政治的剧变，而今日世界格局的形成则因为中国的发展而使得自己的权重增加，当然国际秩序

时不在影响国内政治。可以说，比较政治研究是政治学各分支学科的交集点，比较政治研究的强弱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政治

学学科的状况。然而，相对于中国政治研究和政治学理论研究，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非常落后，由此也反映了政治学

研究的质量甚至可信度问题。 

中国的崛起呼唤比较政治研究。那么，比较政治学研究什么？一般而言，比较政治学由比较政治理论与方法、比较

制度和比较政治发展三大领域构成。我们常说比较政治研究出理论，其实主要是就方法论意义而言的理论。西方比较政治

究的主要路径是结构主义（包括制度主义）、理性选择主义以及文化主义，各个路径都取得了不菲的成就。比如令人瞩

经济发展与民主关系的研究，事实上就是结构主义与制度主义的产物；在文化意义上研究政治发展，从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

到普特南的社会资本再到英格尔哈特的公民表达权，是西方比较政治研究最耀眼的成就；而理性选择主义则为结构主义

化主义的解释提供了“能动”的说明，即告诉我们在特定的结构或文化条件下，故事的主角是谁，主角是如何行动的。

上述三大路径的共同主题是民主化问题。这样，西方比较政治研究就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或者说以地区研究

别研究为主题的比较政治研究实质是政策研究，即推广民主。这是我们必须看到的一条线索，否则就真的把政治科学当

“科学”。应该说，民主是世界近代史的一个主题，也是历史的一个主要趋势。但是，什么形式的民主、实现民主的路

什么以及实现民主的基础性条件是什么、民主在发达国家的国家建构中处于什么地位以及顺序，都需要比较历史分析。因

此，比较历史分析即使算不上一种替代性研究方法，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方法。结构主义多少具有历史分析的特征，但其解

释特定事件的使命决定了，结构主义的重点不是“长程的历史比较”，充其量是特定时段的历史条件的解释。运用比较历

方法，我们既可以明白民主在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中的位置，也相应地明白发展中国家渴求的民主为什么总是失败，从

于理解当下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比较历史方法是研究比较政治制度和比较政治发展最重要的方法。今天被称为“好制度”和“好政策”的东西在西方

家的国家建构和政治发展中处于什么地位？以选举民主的“好制度”为例，英国—美国革命后两个世纪才基本上实现普

权，其政治发展秩序是“革命立国—法治共和—个人自由—经济发展—选举民主”。也就是说，今天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

（或曰“模式”）是长期演化的结果，而其政治发展秩序（或曰“过程”）与今日发展中国家很相似。但是，不但西方的政

治家，就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研究似乎也忽视了“过程”，直奔“模式”。这是很多民主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民主不能

固的根本原因。再以自由贸易的“好政策”为例，西方国家均以重商主义而兴起和强大起来，只有当其强大以后才主张

界主义”的贸易政策，但却告诉后来者应该实行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这种行为被李斯特称为“踢开梯子”，以防后来



仿。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只有在比较历史中才能更好地研究比较政治制度和比较政治发展。 

不仅如此，比较历史方法还可以用来反思既定政治学理论甚至整个社会科学。中国的政治学、甚至整个社会科学中充

着涂尔干所说的“虚假的知识与错误的真理”，政治学界、甚至整个社会科学界只接受既定的概念和话语体系，而不追

念和话语是怎么来的。比如，提到反映中央—地方关系的国家结构形式，流行的说法是单一制是一种普遍现象，联邦主

特殊现象。比较制度变迁（即比较历史）告诉我们，在现代国家建构起点上单一制是普遍的，而现代国家建设中联邦主

越来越多。再如，说到西方的政党制度，人们往往认为两党制有利于稳定，多党制则易产生不稳定。这只是欧美部分国

经验，而转型中的国家如印尼、菲律宾的情况则是，多党制带来稳定。又如，谈到民主，人们会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民主。

事实上，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不但有民主，还有繁荣、公正等一系列好的东西。更重要的是，根据比较制度变迁研究，社

主义的价值目标主要靠民主运动而推动，因此“民主的本质是社会主义”的说法更符合历史。 

比较历史研究不但可以修正流行的一般性概念，甚至还可以丰富和发展政治学、甚至是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社会

的一个核心范畴是“国家—社会”关系，西方社会科学基本上是根据17—19世纪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建构出的理论体系。

然而，中国这一时期、甚至到20世纪的国家社会关系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因此，用西方的“药”治中国的“病”总是不那

么灵验。按照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王国斌的说法，中国很多学者今天依然在用西方思想家根据特定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理

来解释、甚至来改造中国。显然，比较历史研究能矫正这种简单化的做法。 

社会科学中盛行两大话语体系，即以社会权利、个人权利为基础的社会中心主义和以官僚制为基础的国家中心主义

较历史研究发现，社会中心主义是以英国—美国经验为基础的，而且是经过剪裁过的特定历史时期的部分经验；国家中心主

义是法国—德国经验的总结。学界基本上在用这两套话语体系诠释中国的现代化、政治发展和国家建设。问题是，在中

代国家建构中，社会力量一盘散沙、国家屡屡失败，是政党把国家重新组织起来。这不但是中国的经验，也是俄国、印度、

墨西哥等后来者的经验。相对于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俄国、中国等国家的经验在理论上能否上升

党中心主义？在西方政治学中，政党理论充其量是宪政体制下的一种政治社会力量，是一种竞争权力的组织，而不是组织

家的组织。如果用西方国家的宪政理论和政党理论看后来者的国家建设，无论如何都对不上号。我们不得不追问，到底是理

论本身的问题还是这些国家本来就不应该有这样的国家建设道路？显然是理论的问题。而理论的问题只有在比较政治发

的比较历史研究中去证伪。 

总之，比较政治学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学质量的重要指标。在比较政治研究的三个分支脉络中，比较历史方法是研

较政治发展和比较政治制度的最重要的替代性路径。不仅如此，比较历史研究还可以用来检验既有的政治学理论甚至是整

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当然，比较历史研究并不像诠释几本经典著作那么容易，它既需要长期的、扎实的知识积累，更需要


